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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但其依然扎根在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

上。在涉及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的案件中，还是需要正确认识和认定社会公共利益，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客

体加以限定。在看到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现实性问题，对未成年人公益保护

范围予以合理限缩。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要合理定位，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行政机关在维护公

共利益时的关系，始终保持其非优先性的特点。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应明确受侵害的公共

利益的判断标准、聚焦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办案重点、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监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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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06 of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
tion of minors, but it is still rooted in the basis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ases involving 
the public welfare protection of minor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nd to limit the object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view of th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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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ce of public welfare protection for minors, we should also see its realistic problems, and rea-
sonably limit the scope of public welfare protection for minors. When prosecuting civil public in-
terest litigati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should make a reasonable position,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in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always keep its non-priorit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juvenil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rocura-
torial organ should clarify the judgment standard of the infringed public interest, focus on the key 
points of handling juvenil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effectively perform the supervision duty 
of juvenil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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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未成年人保护不断面临着新问题，这也对未成年人保护提出了新要求。检察机

关在践行国家亲权理念，实现国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未成年人利益具有天然的公益属

性，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是对未成年予以保护的新路径，也是对检察公益诉讼的“等”外探

索。而 2020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6 条，给予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明确的法律支持。检

察机关在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生效后，针对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同领域展开了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但作

为新兴的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理论和实践中尚存在着诸多不足。 

2.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尝试 

(一) 案情简介 
2021 年 6 月 1 日，被媒体誉为新《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后的全国未成年人民事检察公益诉讼

第一案在江苏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该案被告章某在无营业执照与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外提供

文身服务，其消费主体大多为未成年人。在此期间，曾有未成年人家长提出反对意见，并与章某发生纠

纷，公安机关也曾介入处理。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依旧有未成年人到章某的经营场所进行文身。宿迁

检察院认为被告章某之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于是向宿迁

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宿迁中院经审理认为：章某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消费的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为不特

定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消费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章某的文身经营具有开放性，任何接触其经营场

所的未成年人都是其潜在顾客，故而侵害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之合法利益。遂判令章某应当停止向未

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1]。 

(二)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分析 
从本案来看，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落实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提起未成年人检察公

益诉讼终归是是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应在秉持积极之举的同时保持稳妥的精神。“未成年人公益诉讼”

的前提和上位概念是“公益”“公益诉讼”，因此应当结合原有的公益诉讼的概念和范畴以及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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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特殊性来对“未成年人公益诉讼”予以理解。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必须与未成年人密切关联，

且针对多数或不特定群体。本案中，章某的行为仅针对个别群体，主体能够特定，显然不属于未成年人

公益诉讼的范围。地方司法机关将该案不当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的问题在于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

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另外，章某无证经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明显存在职责缺位现象，公安也曾介入未果。检察机关作

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对象应该是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而非文身店，除非该店真的侵害了不特定

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通过督促或者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来促使相关行

政管理部门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更能避免在细枝末节上浪费过多的司法资源，也尊重了行政管理运行的

自主性。 
就“要求章某应当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这一判决结果而言，通过

私益诉讼和行政保护等方式同样可以达到该案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所起到的效果。而提起私益诉讼能

向章某主张赔偿损失，有利于弥补受害未成年人事后进行文身清理的费用，这也更契合《未成年人保护

法》所主张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检察公益诉讼的提起不能带有随意性，要正确把握私益诉讼

与公益诉讼的区别与界限，这也是检察机关自身职能定位所固有的要求。 
从这一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存在片面理解“社会公共利益”标准、泛化

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目标与范围、职能定位不清的问题，故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探讨，以期为未成

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略陈薄见。 

3. 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 

(一) 公共利益的定义 
文身案中，章某给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行为被认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

何为公共利益？回答这一问题更是区分和处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关系的重点。尽管社会公共利益本身

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存在界定上的困难。但还是有学者对公共利益作出自己的诠释。 
社会法学派奠基人庞德将法秩序保护的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其中公

共利益是指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社会利益是指涉

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2]。很显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

包含了庞德所指的后两种利益。另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为社会公共

利益；第二层含义是指国家利益[3]。亦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为是国家利益，

属于公共利益的核心；二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常见形式；三为需特殊保护的利益，为

公共利益的特殊情形，是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公共利益包含上

述三个部分利益并无不妥之处，但这三个部分的利益是有区别的，实质上是不同主体的利益，不能概而

论之。而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有相似之处，需要予以区分。从法律角度而言，国家是国家利益的主体，

而社会公共利益则无特定之主体。那么，法律责任的实现自然也有所区别。 
综上所述，公共利益是部分国家利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和需特殊保护利益的综合体。当然公共利

益的衡量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和变化永不停息。在一个时期可能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

一个时期则优先考虑其他利益。法律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利益的同时，并保持不同利益的平衡，在不确

定的过程中谋求相对确定的标准。 
(二) 民事公益诉讼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定 
公益诉讼维护的公共利益本质上还是私益，只不过其私益范围更大——不特定多数人的私益。正因

为本质为私益诉讼，所以公益诉讼才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在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关联紧密的情形下，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1003


王红东 
 

 

DOI: 10.12677/ojls.2022.101003 21 法学 
 

自然就应该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有着严格的要求。理论上，我们将公益诉讼的客体

抽象为关于公共利益法律关系的争议。《民事诉讼法》在第 55 条将公益诉讼之客体限定为“对污染环境、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所致之纠纷[4]。不管是污染环境事件还是侵害消

费者权益事件，其既可能侵犯特定人的利益，也可能侵犯不特定人的利益。公益诉讼救济的社会公共利

益正是后者。在新修订的环保法中明确区分了环境污染与破坏生态两种加害行为。学界普遍认为污染环

境这一加害行为是直接对人的生活与健康造成危害，而破坏生态的行为则是间接、长久地对人类生存造

成危害。故而破坏生态的行为一定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可能侵害不特定主体的

利益，也可能侵害特定主体。在具体案件中不能笼统判断公益诉讼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同样，该条对消

费者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存在着人数限定，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5]。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侵害众多消费

者权益之纠纷就是民事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不论是污染环境事件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

只有具备受害主体不特定这一特点，才属于公益诉讼案件。如果将存在特定利益主体的案件纳入公益诉

讼的范畴，将混淆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关系，特别是代表人诉讼与公益诉讼的关系，造成诉讼体系上

的矛盾。最近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既没有将“众多个人的权益”限定为“不特定的众多个人的权益”，也没有

出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定语，更没有将该诉讼定性为公益诉讼。但根据法律的体系解释原则，

“众多个人的权益”应理解为“不特定的众多个人的权益”。 
文身案中，章某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消费的行为，不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还涉及未成年特殊利

益的保护。从消费者权益角度来看，文身案人数众多，但在该案其主体能够特定，不属于公益诉讼可救

济的社会公共利益；从对未成年的特殊保护来看，该案将涉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及章某经营具有开放

性作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同样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一个整体

的做法不当扩大了公益保护范围，也无视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各自的功能定位。其次，将商业经营的开

放性作为判断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做法看似合理，但其商业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就等于侵权行为

吗？另外，章某之店的开放性也有地域限制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制约，法院以潜在顾客为由，实质属于不

当扩大判断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一般标准和参考系。由此看来，该案受害主体能够特定，故不属于公益

诉讼的受案范围。 

4. 未成年人公益保护范围的合理限缩 

在文身案中，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就纳入未成

年人公益保护的范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展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怀，言明了未成年人保

护的重要性。其第 106 条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职能，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撑。但在

司法实践中，不能一概以涉及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当然赋权来启动公益诉讼，应该严格遵守法定、比例

的基本法治原则，进行类型化适用，对未成年人保护范围予以合理限缩[6]。 
(一) 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在强调未成年人的重要性，这不仅涉及代际传承，而

且关乎国家命脉、民族未来。因此，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方面都对未成年人有所倾斜。在基层

司法办案实践，我们同样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似乎只要触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就不仅仅是个案的问题，往往同时蕴含着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公

益诉讼的过程中似乎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将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整体性地纳入公益范畴，忽略了个

案中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性和私益性，从而在办案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寻求诉讼正当性。在宿迁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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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审理的文身案中，亦体现了这一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纳入公益诉讼

中的“公益”范围也愈发广泛，需要通过公益诉讼解决的新问题也越来越多。将对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

年人的保护也纳入“公益”的范畴，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也践行了宪法所表达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国

家责任，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二) 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的现实性 
事实上，从我国目前的公益诉讼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是一个新生领域，正处于起

步阶段。由于政策的考虑和对现实的回应，我们大多持着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不愿对未成年人公益保护

范围设置过多的边界和条件，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利益。特别是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求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展开等外探索，更为未成年人公益诉讼

等外探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但我们必须清楚检察机关当下处于办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的起步阶段，

办案的经验存在不足，专业化能力有待加强，司法资源也极为有限。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利益衡量的理念，

学会量力而为，将不那么充分的司法资源用在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侵害的高发领域。 

因此，检察机关不应该将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成年人所属的公共利益，作为其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

的理由，否则将会导致只要有涉及未成年利益案件，国家公权力就可不加约束的以公益之名介入各种纠

纷。这种的局面是不可控的，也意味着一种灾难，势必会破坏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检察机关的职能权

限。检察机关审慎公益有限原理的运用，明确其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边界，而非大而化之、抽象的不

特定未成年人群体。在具体案件中，不仅要考量政策，还要权衡公益诉讼的本质、基本的法治原则以及

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司法保护目标不是抽象的，而应把重点放在需要政府

责任维护的相对具体的不特定多数的未成年人利益。 

5. 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定位 

(一) 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 
行政机关基于自身定位和权力属性，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首要维护者，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社会公共

利益受损时，应依靠和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尽职履责，同时对于那些违法或怠于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可以

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实现制度运行的平衡[7]。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

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维护应是最后一道防线，发挥其兜底作用[8]。检察机关应督促行政机关履行

职责，而不是取而代之，代替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如果这样，只会放任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浪费司法资

源，也缺乏对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在我国现行权力配置中，行政机关作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执行的主体，

由其率先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在行政诉讼中设置对行政机关违法或怠于履行职责时的追责机制作为配套

措施，相较于检察机关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更符合行政权与司法权两者之间的内在运行规律与职能

定位。检察机关还应发挥查漏补缺的功能，在没有现行法规定行政机关能够行使职权的范畴，就存在着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空间。 
事实上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体现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运行规律与职能定位。《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 8 条、第 9 条、第 81 条明确指出政府及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起对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协调机制，确保国家责任在政府层面能够有效落实。而第 100 条、第 114 条则明确司法机关的监督

职责，并应当对未尽职履责的有关单位提出建议。这表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采用的是双层保护架构：一

是在社会日常管理中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二是在案件办理中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在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时，也应一如既往地贯彻自身的职能定位。 
(二)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非优先性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 条强调了未成年人之保护需要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全体力量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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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更彰显了国家的最终责任。第 106 条也明确了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未成年人案件，人民检察院有

权提起公益诉讼。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基础。但《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

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6 条同样明确了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提起具有非优先性。 
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提起的非优先性，是指只有在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

情形下，检察机关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9]。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和组织，相较于检察机

关在提起公益诉讼上更具有优先性。法律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非优先性之策略性考量，其实并不难理

解。主要是为了衡平诉讼资源，鼓励其他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助力培养其维

护社会公益的积极性，形成更好的法治文明社会。 
检察机关在面对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是恪守其非优先性，也是遵循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顺

应了双层保护架构的内在逻辑。在未成年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其他的救济方式可能更有效、介入也能更

及时，未成年人利益的损害往往能降至最低。检察机关如果过多的直接参与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限

制其他力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仅可能挫伤其他主体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检察机关其他职能的有效发

挥。 

6. 未成年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化建议 

(一) 明确受侵害的公共利益之判断标准 
在牢牢把握公益诉讼案件具有受害主体不特定的前提下，还需要明确究竟何种程度的侵害行为才会

对公共利益构成侵害。关于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实际损害说”，

一种则是“潜在损害说”。[10]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与适用空间，不应该片面采取某一种观点从而一

以贯之。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当根据提起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所属的案件类型来针对性地

适用这两种判断标准。 
第一，在未成年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领域，应以“潜在损害说”作为判断标准，即不要求造成实际

损害结果，只要存在违法的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具有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即可。这是因为行政

机关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具有预防性要求，行政机关在正常且积极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往往能防范大量侵害

公共利益的事件的发生。这一标准实际上是对行政机关的严格要求，防止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或不正当作

为。也就是说，只要负有监管职责的机关部门应当履责而没有履责，或不正当履责不必要求有实际危害

结果的发生，检察机关就可以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起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在未成年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则以“实际损害说”作为判断标准，既要求违法者实施

了违法行为，还要求该违法行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结果。因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违法行为实施者为私

主体，对其不应提出过于严格的要求，否则将加重行为人的诉讼负担和举证责任，有违诉讼正义。因此，

如果违法行为人没有对公共利益造成实际损害结果，哪怕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不能对其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二) 聚焦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办案重点 
一个国家具体确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仅要考虑该国政治形态、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虑该国的

法治环境以及社会实际需求等因素，同样也要考虑司法机关自身能力等具体因素。《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106 条所确立的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也不能一蹴而就，将所有涉及公益的领域都纳入受案范围，必

须在现有法律的规制和政策导向下，集中力量解决当下涉及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不能无限制

地适用公益诉讼，不当扩大其受案范围[11]。 
一是涉及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环境安全领域。环境本身具有广泛性，与一般的环境公益诉讼不同，

提起未成年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对环境的范围予以限缩，也就是说只有在涉及不特定多数的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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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环境安全时，才能启动诉讼。例如，校园环境安全、上下学交通安全、特定公共场所安全等。这些环

境空间往往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更具有直接性，需要检察机关予以足够的关注，在监督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此外可以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5 条、第 36 条以及第 56 条的规定，充实提起未成年

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依据。 
二是危害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游戏权益领域。国家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游戏领域格外重视，这关乎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未来成长。对于校园周边娱乐场所、游戏场所乃至网络游戏的整治刻不容缓，对

于这类影响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问题，检察机关应该将其主动纳入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前

段时间，某社会组织就腾讯公司的“王者荣耀”网络游戏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问题，向法院提起了未

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这显然给检察机关提供了参考和可行性，也是对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

定的贯彻与落实。 
三是危害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接触网络的人群越来越低龄

化，而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扭曲价值观以及一些涉黄涉赌等不良内容信息，同时对未成

年人的个人信息收集也乱象横生。《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适逢其会，为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

提供了法律支撑，也确认了众多个人信息的公益属性，更给与了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的正当

性。因此，检察机关应在尊重行政机关权利运行的自主性的前提下，结合行政机关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性，

强化二者的合作，通过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督促行政主管机关发挥监管职能，促进行业治理，为未成年人

营造一个干净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而共同努力。 
(三) 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监督职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履行监督职责本无需多言，但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这一职责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了国家、未成年父母或监护人、社会组织等

不同主体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不同责任属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 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

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这表明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承担着最终且最高责任。

而第 7 条规定则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顺位人，负有首要责任。而

第 10 条规定反映了社会组织与人民团体承担的是协助责任[12]。国家的最终且最高责任会具体分摊和落

实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上面。检察机关首先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应予以监

督，监督范围不仅包括涉及未成年人诉讼活动之内，也包括诉讼活动之外，具体可以延伸到相关行政部

门的职权行使和相关组织的运转。在个案监督中，推动相关部门与组织完善制度、查漏补缺，防止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的类案发生。检察机关也需要把握好监督的边界，只有在履行了监督、督促支持起诉的职

责后，才有必要提起检察公益诉讼，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助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7. 余论 

检察机关对维护公共利益负有重要职责，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司法权具有被动性

和中立性，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底线。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先借助具有自主性和持续性的行

政权。因此，并不是每个案件都应交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来解决。同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谦

抑性也是其非优先性的内在表达，在其他机关和组织没有发挥作用之前，检察机关不得贸然参与其中。

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将公告程序作为前置程序，这也体现了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非优先性

和谦抑性。在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检察机关需要妥善确定违法行为的实施者是否真的侵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以及合理确定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的受案范围。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涉及到家庭、学校、社会、

网络、政府、司法保护。从这个体系安排来看，也是希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

全面保护。“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不是说哪种力量最强就用哪种力量，而是哪种力量最适合解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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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问题就用哪种力量。比如司法力量未必能妥善解决未成年人的情感问题、心理问题、社交问题。

总之，提起未成年人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应保持应有的谦抑性。 

参考文献 
[1] 微信公众号“苏州普法”. 全国首例未成年人文身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EB/OL].  

https://mp.weixin.qq.com/s/qO9UEi7TndRoHuv1cjPrvQ, 2021-06-03.  
[2] [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3] 颜运秋. 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26. 

[4]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359 

[5]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360. 

[6] 王广聪. 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逻辑[J]. 中国检察官, 2021(3): 47-50. 

[7] 林莉红.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空间[J]. 行政法学研究, 2018(6): 55-66. 

[8] 李浩. 论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地位[J]. 法学, 2017(11): 168-181. 

[9]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372. 

[10] 焦洪昌, 赵德金.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1(2): 62-71. 

[11] 王浩. 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困境与完善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Z1): 84-87. 

[12] 吴宏耀, 苗生明, 魏晓娜, 宋英辉, 汤维建, 王锡锌, 秦前红, 巩固. 大家谈: 新时代检察基础理论的重点问题[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1, 29(1): 72-100.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1003
https://mp.weixin.qq.com/s/qO9UEi7TndRoHuv1cjPrvQ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反思与建议
	摘  要
	关键词
	The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Suggestion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f Juvenile Procurator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尝试
	3. 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
	4. 未成年人公益保护范围的合理限缩
	5. 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定位
	6. 未成年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化建议
	7. 余论
	参考文献

